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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史家与历史编纂的创新

张 峰

【提要】 唐代史学在广泛汲取前代史学精华的同时，又注入了时代活力，呈现出反思、总结与创

新的特点。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: 一是唐初史家不仅承继了前代正史编纂的优良传统，而

且从制度、观念与方法等层面破解了正史编纂中的诸多难题，为后世正史的编纂树立了新典范; 二是

杜佑注重从现实出发，借鉴历代典志编纂的范式，同时融入时代的思考，表现出对历代典志的融合、
创造与超越，开辟了影响深远的典制体史学新格局; 三是刘知幾撰述《史通》，自觉总结传统史学中的

“实录”精神，反思批判阻碍史学发展的因素，为唐以后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因此，唐代史学承前

启后，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长河中有其内在演进逻辑，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力。
【关键词】 唐代史家 历史编纂学 理论总结 学术创新

终唐一代，史学成就蔚为大观。举其要者，如前朝正史的编纂、史馆制度的形成、史学理论名著

的产生、典制体和会要体的开创、历史笔记撰述的兴盛、史地著作的发展等，无不彰显出民族文化的

生机与活力。以往学术界对唐代史学的研究，多侧重于从史家和史著等角度立论。然而，唐代史学

何以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? 它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脉络中呈现何种态势、特点与趋向? 这些

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总结与阐释。

一、反思、探索与开新: 正史编纂难题的突破

唐初纂修的《梁书》《陈书》等八部正史占据“二十四史”的 1 /3，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空前盛

举。八部正史的编纂，折射出唐初史家对前代正史编纂的反思、探索与开新。
唐初史家以大历史的视野自觉检视前代正史编纂的成就与不足，希冀为当朝的正史编纂提供学

理依据。武德四年( 621 年) ，令狐德棻首次提出纂修前朝史的建议。他说:“窃见近代已来，多无正

史，梁、陈及齐，犹有文籍。至周、隋遭大业离乱，多有遗阙。当今耳目犹接，尚有可凭，如更十数年

后，恐事迹湮没……如臣愚见，并请修之。”①可见，他的提议是建立在对魏晋时期正史编纂的总体考

量之上的。贞观三年( 629 年) ，唐太宗“移史馆于禁中”，②重启高祖朝纂修“六代史”的未竟之业。
对此，史臣经过反复讨论，认为“魏史既有魏收、魏澹二家，已为详备，遂不复修”，③因此，作出了改修

“六代史”为“五代史”的决定。这种对于已纂前代史学术价值的反思，在贞观二十年( 646 年) 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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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晋书》的实践中也有体现。其时，存世晋史 18 家，唐初史家在检核、审视后认为，这 18 家晋史“虽存

记注，而才非良史，书亏实录”。① 于是，太宗下诏重修《晋书》。这说明，唐初史家对前代史价值的反

思与研判始终未曾中断。
在唐初大规模的正史编纂中，史学家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与挑战。如，武德年间，高祖虽下诏纂

修“六代史”，却无得而终;《五代史志》的编纂从贞观十五年( 641 年) 即被提上日程，但迟至显庆元

年( 656 年) 方才成书; 南北朝至唐初纂修的关于南北各朝的纪传体断代史，既有重复又有遗漏，难以

凸显历史演进的大势。对此，唐初史家在总结以往正史编纂经验的同时，注重从制度、观念和方法上

不断创新历史编纂的范式，开创了正史编纂的新格局。
第一，实行集体纂修、分工协作和监修负责的三位一体的修史制度。唐以前，已有集体修史的先

例，如《魏书》之纂，既有监修，又有从修。但是，监修高隆之只是“署名而已”，②从修“房延祐、辛元

植、眭仲让虽夙涉朝位，并非史才; 刁柔、裴昂之以儒业见知，全不堪编缉; 高孝幹以左道求进”。③ 所

以，《魏书》名为集体纂修，实为魏收一人所撰。唐初史家汲取以往集体修史失败的教训，更加重视修

史过程中团队的分工与合作。在贞观三年( 629 年) 启动的修史实践中，《梁书》《陈书》与《北齐书》
委于姚思廉和李百药，实因他们皆有家学渊源和修史基础;《周书》和《隋书》则由令狐德棻与魏徵领

衔，重建团队，分工协作。在此基础上，令狐德棻还负责“总知类会梁、陈、齐、隋诸史”，魏徵则协助房

玄龄“总监诸代史”，为“五代史”的顺利撰成提供了制度保障。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，“这是一项有领

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，其合理性、可行性颇值得后世借鉴。”⑤在贞观二十年( 646 年)

重修晋史时，朝廷组建了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修史团队。史载:

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: 令修史所更撰《晋书》……于是司空房元龄、中书令褚遂良、太子

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。又中书舍人来济、著作郎陆元仕、著作郎刘子翼、主客郎中卢承基、
太史令李淳风、太子舍人李义府、薛元超、起居郎上官仪、主客员外郎崔行功、刑部员外郎辛

邱驭、著作郎刘允之、光禄寺主簿杨仁卿、御史台主簿李延寿、校书郎张文恭，并分功撰录。
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、太子司仪郎敬播、主客员外郎李安期、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

例，量加考正。⑥

由此可见，在重修晋史的过程中，房玄龄等三人为监修，令狐德棻等四人负责体例的制定，来济等 14
人承担了各卷内容的撰写工作。郑樵说《晋书》之纂“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，未尝夺人之所能，

而强人之所不及”，⑦可谓确论。因此，《晋书》的纂修“体现了七世纪前叶唐家皇朝学术上的组织力

量”，“是众手成书的第一部真正的纪传体官史”。⑧ 自唐以后，正史编纂多因循唐初开创的集体纂

修、分工协作和监修负责制度，成为一种惯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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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适时变通，不拘前例，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书写“五代”史志的沿革损益。贞观十年( 636 年)

成书的“五代史”，仅有纪传而无典志，实难反映梁、陈、北齐、北周和隋代历史的全貌。为弥补这一缺

憾，永徽元年( 650 年) ，高宗下诏纂修五朝典志。无论是南朝的梁、陈，还是北朝的齐、周，甚或统一

的隋，统治时间均极短暂，如果按照之前断代史编纂的做法，则需将五个朝代的典志分附于各史纪传

之后，如此则会令各史典志多寡不一、支离破碎，每书典志不追述前代则原委不明，追述过多则又会

重复过甚。面对历史编纂上的这一困境，令狐德棻等人不囿于前代一史一志的做法，自觉将“五代”
典志视为一体，合而书之，遂成《五代史志》30 卷。对于唐初史家在历史编纂中体现的创造性精神，

赵翼高度评价说:“盖唐初修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史时，若每史各系以志，未免繁琐; 且各朝制度，多

属相同; 合修一书，益可见沿革之迹。”①

第三，勇于打破前史断代记事的成法，力求从宏观上再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。李延寿

秉承了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，贯通南、北二朝历史，撰成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。李氏将宋、南齐、梁、陈、
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诸代帝王的事迹按时代顺序编为本纪，克服了之前断代史著对历史

大事重复记载或遗漏的弊病，客观上有助于反映朝代更迭与历史发展的趋势。在列传的设置上，李

氏按家世而非朝代编列人物传记，完整呈现了某些贯通几朝的家族史。对此，清代四库馆臣很不理

解，批评李延寿“以姓为类，分卷无法。《南史》以王、谢分支，《北史》亦以崔、卢系派。故家世族，一

例连书。览其姓名，则同为父子，稽其朝代，则各有君臣。参错混淆，殆难辨别……观延寿《叙例》，凡

累代相承者，皆谓之家传，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”。② 事实上，这种按照世系编纂列传的做

法，既反映了当时高门大族盛极一时的社会现象，又解决了一个家族之中的人物分在数卷、查考匪易

的难题，旨在客观反映时代特色与历史走向，实为李延寿对史书编纂体例作出的创新性改造。
综上，唐初史家在官方支持下开展的大规模正史纂修活动，既融合了前代正史编纂的优良传统，

又开启了后世官修正史的端绪; 既发挥了集体修史的优势，又彰显了个人在修史过程中的革新精神，

是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的重要体现。

二、融合、创造与超越: 从典志篇到典制体通史

刘知幾在总结史书体裁时言: “班、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。后来作者，不出二

途。”③刘氏所言，反映了唐代及之前史家竞相采用纪传体与编年体撰史的盛况。然而，刘知幾对史

书体裁发展不出纪传、编年二体的预言，不免武断。在他去世后不足百年时间内，杜佑便撰成《通

典》，开辟了典制体写史的新路径。
长期以来，有一种观点一直左右着人们对杜佑历史编纂创造力的评价，即杜佑《通典》取法刘

秩《政典》，故成书较易。《旧唐书·杜佑传》云: “初开元末，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，取《周礼》六

官所职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，号曰《政典》……佑得其书，寻味厥旨，以为条目未尽，因而广之，加

以《开元礼》《乐》，书成二百卷，号曰《通典》。”④《新唐书》的作者也强调: “先是，刘秩摭百家，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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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官法，为《政典》三十五篇，房琯称才过刘向。佑以为未尽，因广其阙，参益新礼为二百篇，自

号《通典》。”①其后，清代学者王鸣盛亦主张杜佑《通典》“以刘秩书为蓝本”，“成亦可云易也”。②

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《通典》中的“很多部分根本不是杜佑所作，而是从更早的刘秩的《政典》中完

整地抄录过来的”。③ 实际上，杜佑《通典》与刘秩《政典》存在诸多差异。
自先秦至唐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礼乐、刑法等制度渐趋成熟，对于典章制度的记载，很

早就引起了中国史家的兴趣。“《尚书》的《禹贡》和《洪范》，从内容和形式来看，都可说属于典制体。
《尧典》的部分内容，也可说有典制体性质。”④典制史体的开创，与历代正史书志的发展有密切联系。
司马迁在吸收、熔铸先秦时期各种史书体裁的基础上，创造性地在《史记》中设置了本纪、表、书、世
家、列传五种体裁。其中“书”的内容包括礼、乐、律、历、天官、封禅、河渠与平准八个方面，从多重维

度反映了远古至汉初典章制度的演进。这一历史书写的新范式，在撰写人物之外容纳了更为广阔的

史实，极大地拓宽了史家的治史视野。《史记》八书编纂的成功，很快在后世史家的历史撰述中引起

了回响。东汉时期，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设立十志，进一步完善了正史典志的内容与形式。此后《宋书》
《南齐书》《五代史志》等书志篇目的设置，为典制体通史的开创提供了基础与条件。

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，形势的剧变刺激着人们探寻改革方案，挽救时弊。处在

这一特殊时代的杜佑，从县丞做到了宰相，现实的任职经历使其颇为重视从历代制度的沿革中探

寻治国理政的门径。他有感于国家“理道乖方，版图脱漏，人如鸟兽，飞走莫制。家以之乏，国以之

贫，奸冗渐兴，倾覆不悟”，⑤于是撰述《通典》，旨在“实采群言，征诸人事，将施有政”。⑥ 缘于此，杜

佑的《通典》对于“天文、律历、五行、瑞异、艺文、释老等，旧志虽列为专篇，但《通典》则或以其非治

道所急，或以其荒诞不经，均弃而未取”; ⑦历代书志中所载食货、职官、礼乐等内容则与国家治理密

切相关，同时杜佑又根据现实需要增补了选举、甲兵与边防三个门类，构成了探讨唐代及之前社会

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等问题的系列篇章。《通典》所论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州郡、边防

九个门类，各依时代先后叙述制度沿革，其间兼采前人言论，又通过“论曰”“说曰”“议曰”和“评

曰”等形式发表杜佑的独立见解，在历代书志的基础上，发展成为贯通古今的典制体通史。
杜佑继承并发展了管子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和孔子“既富而教”的社会经济思

想，认为经济是国家统治的基础，故于《通典》之中，首设“食货典”，在“食货典”中又以田制为先。与

历代正史缺乏食货志或以简短篇幅记载某朝经济的情况相比，《通典》在历史编纂上的这一做法反映

了杜佑的卓识。食货之后其他八典的编次亦有深意，杜佑指出: “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，设职官在乎

审官才，审官才在乎精选举，制礼以端其俗，立乐以和其心，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。故职官设然后

兴礼乐焉，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，列州郡俾分领焉，置边防遏戎敌焉。”⑧因此，《通典》整篇结构的安

排，犹如清代《重刻〈通典〉序》中所论:“观其分门起例，由食货以讫边防，先养而后教，先礼而后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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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唐书》卷 166《杜佑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5 年版，第 5089—509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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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官以治民，安内以驭外，本末次第，具有条理，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。”①

同时，杜佑又具有鲜明的历史进化观，他反对俗儒“非今是古”的论调，认为远古时代虽然“朴质

事少”，但是“鄙风弊俗”却远过于今。他说: “缅惟古之中华，多类今之夷狄。”在居住条件方面，“上

古中华亦穴居野处，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”; 在丧葬制度方面，“上古中华之葬，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

不封不树，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”; 在饮食方面，“殷周之时，中华人尚以手团食”，以后逐渐改变了这

种饮食习惯。尤其是，杜佑认为原来一些上古时代的遗风陋俗，如“中华人祭必立尸”等制度，随着时

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，不断加以改进，甚至废除，体现了社会的进步。② 故而，杜佑强调华

夏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质朴向文明演进的过程。在制度的兴废方面，杜佑主张“古今既异，形势亦

殊”，③制度的发展“或沿或革不同，皆贵适时”，④特别是当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时，就应该“酌

古之要，适今之宜，既弊而思变”，然后才能“泽流无竭”。⑤

由此可见，《通典》在学术视野、丰富内容、关注重点，尤其是在对封建社会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

辑关系的认识上，是刘秩《政典》无法相比的。再者，杜佑的《通典》亦非正史书志的简单叠加，而在

历史编纂上表现出明显的融合性、创造性与超越性，蕴含了杜佑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层理解与认知。

三、审视、批评与总结: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

中国史学自先秦产生，历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发展，至唐初设馆修史，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

象。至此，中国史学取得的成就虽伟，但其间积弊亦深，需要史学家从理论上予以审视、评论与总结，

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。
刘知幾《史通》产生之前，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史家已经表现出对史学理论探讨的兴趣，为刘知

幾从多维度、深层次进行史学批评和理论总结提示了路径与方向。譬如，对于历史撰述的主体，范晔

评价司马迁和班固均“有良史之才”，差别在于“迁文直而事核，固文赡而事详”。⑥ 北魏李彪品评史

官曰:“史官之达者，大则与日月齐明，小则与四时并茂。其大者孔子、左丘是也，小者史迁、班固是

也。”⑦令狐德棻等人在编纂《五代史志》时，亦强调史官的素养: “必求博闻强识，疏通知远之士……
前言往行，无不识也; 天文地理，无不察也; 人事之纪，无不达也。内掌八柄，以诏王治，外执六典，以

逆官政。书美以彰善，记恶以垂戒，范围神化，昭明令德，穷圣人之至赜，详一代之斖斖。”⑧除了对历

史撰述主体的评价之外，魏晋以来的史家对于史书体裁亦有自觉的讨论。干宝认为《左传》“能以三

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遗也”，⑨遂以编年体撰述《晋纪》。对此，范晔有不同的认识，

他指出:“《春秋》者，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。纪传者，史、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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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。”①南朝文学家刘勰参与了这场讨论，指出: “观夫左氏

缀事，附经间出，于文为约，而氏族难明。及史迁各传，人始区详而易览，述者宗焉。”②实际上，刘勰

的史学评论不限于此，他还就晋宋之前史学发展的流变、历史编纂中“述远诬矫”与“记近回邪”的现

象、“总会”与“铨配”的处理等问题，从理论上提出了一家之言。③

刘知幾后来居上，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前代史家的史学理论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。至刘氏生活

的时代，史学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如张舜徽所言: “一大堆丛脞而复杂的材料，客观上急需要一部总

结账的评定书籍; 但是没有融会贯通之才，而济之以闳博渊深之学，也无由下手做这种浩大艰难的工

作。”④刘知幾长期研史、修史，曾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”，⑤因不满史馆修史现状，故退而私撰《史

通》。在《史通》中，刘知幾以《史官建置》《古今正史》《六家》《二体》统摄全书，总结了史学发展的脉

络趋势与理论特点。其中，《史官建置》与《古今正史》侧重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史官制度的沿革兴

废与古今正史的发展流变，史事论证的倾向颇为突出;《六家》和《二体》着意于从历代史著中提炼、
概括出史著的六种类型和两种体裁，理论总结的色彩较为明显。在这些篇章中不乏精彩的理论概

括，如评价编年、纪传二体优劣，最后得出“考兹胜负，互有得失”“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”的结论。⑥ 这

种评价不仅具有理论的深度，而且洋溢着辩证的思想。可以说，刘知幾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，抛开了

前代史家对编年、纪传某一史体的偏见，立论更为客观、公正。
刘知幾的《史通》不再像前代史家那样偏重对具体史著的个案评论，而是在融汇历代史著的基础

上，从中抽绎出《断限》《叙事》《直书》等若干史学理论的范畴。在对这些史学问题的归纳、概括与批

评中，透视出刘知幾评史论史的睿见。刘氏以历代纪传体史书为依托，综论史法义例、史料采择、历
史叙事、撰史原则与官修之弊等诸多内容，首次对千余年来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系统阐释与理论总结。
刘知幾认为，史法义例对于历史撰述尤为重要: “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，则上下靡定; 史无

例，则是非莫准。”⑦故而，他对纪传体史书的本纪、列传、表历和书志等构成要素均有专篇析论。他

论史料采择，强调应该在博采的基础上做到慎择，反对将讹言、传闻妄载史册。⑧ 他言历史叙事，倡导

“文约而事丰”和“用晦之道”，反对叙事“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”的做法。⑨ 刘知幾从正反两方面讨论

了《直书》与《曲笔》两个命题，大力表彰史家“仗气直书”的精神，瑏瑠反对“舞词弄札，饰非文过”的曲

笔态度。瑏瑡 刘氏还提出，对待儒家经典不应泥古与盲从，而应做到“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瑏瑢体现

了他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。刘知幾又以他在史馆中任职的经历，指陈当时史馆修史之弊:“今监之者

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无遵奉，用使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，坐变炎凉，徒延岁月。”“史官注记，多取禀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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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，杨令公则云‘必须直词’，宗尚书则云‘宜多隐恶’。十羊九牧，其令难行; 一国三公，适从何在?”①

可见，刘知幾有着强烈的史学批判精神，正如他在《史通·自叙》中所说，其书“盖伤当时载笔之士”，

“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”，②目的是要批判前代史学之弊，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“实录”精神，从而推动

史学的发展。
在刘知幾看来，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种种积弊，无不与史家的素养密切关联。因此，以评价历

代史家为主线，成为刘知幾反思传统史学的另一面相。在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中，有一段他与监修

国史郑惟忠关于“文士多而史才少”的经典对话，表达了他对史家素养理论的基本看法。文云:

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:“自古已来，文士多而史才少，何也?”对曰:“史才须有三

长，世无其人，故史才少也。三长: 谓才也，学也，识也。夫有学而无才，亦犹有良田百顷，黄

金满 ，而使愚者营生，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。如有才而无学，亦犹思兼匠石，巧若公输，而

家无楩柟斧斤，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。犹须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，使骄主贼臣，所以知惧，此

则为虎傅翼，善无可加，所向无敌者矣。脱苟非其才，不可叨居史任。自敻古已来，能应斯

目者，罕见其人。”③

刘知幾认为史家应具备才、学、识“三长”。这一理论，虽非在《史通》中提出，但“在《史通》全书各篇

中都可以体会出来，特别是在《辨职》篇里表达得最明白”。④《辨职》篇言:“史之为务，厥途有三焉。
何则? 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，若晋之董狐，齐之南史，此其上也。编次勒成，郁为不朽，若鲁之丘明，汉

之子长，此其次也。高才博学，名重一时，若周之史佚，楚之倚相，此其下也。苟三者并阙，复何为者

哉?”⑤实际上，刘知幾不同于前人专注对某一史家的品评，而是把先秦至唐初的史家都纳入其考察

视野，将这些史家的素养与史学成就相互关联，进而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划分史家之境界。在刘知

幾的心目中，史家一应具有“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”的著史品格，二应具有“编次勒成，郁为不朽”的史

学才情，三应具有“高才博学，名重一时”的广博知识，也即其所谓才、学、识“三长”。从中国史学发

展的历程来看，刘知幾的“史才三长”论，超越了前人就史家论史家的局限，完成了由一个个具体史家

到抽象模范史家的升华，成为评价历史撰述主体的重要准绳。
要之，刘知幾从史学发展的全局着眼，所论问题贯通古今，史学批评切中要害，理论总结深入全

面;《史通》也具有鲜明的理论自觉与范式总结的学术意义，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结 语

唐代史家持有一种固本开新的历史编纂精神，他们在吸收、借鉴唐前史学精华的基础上，进行了

长时段的观察、反思与总结，勇于打破历史编纂中的思维定势，改革唐前史学的积弊，创新历史编纂

的内容与形式、理论与方法，深刻影响了唐以后史学的总体走向。除上文所述，还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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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推进史学的整体发展。魏晋以来的史学成就为唐代历史编纂的深度发展提供了基础。《隋

书·经籍志》所载史部图书“八百一十七部，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。通计亡书，合八百七十四部，一

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”。① 唐朝的建立促使南北文化汇合，进一步激发了历史编纂学的巨大创造力。
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，唐代“藏书之盛，莫盛于开元，其著录者，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，而唐之学

者自为之书者，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”。②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唐代开国之后百年间的成就，“如

以唐代学者所著书，平均分配于四部，史部应得七千一百多卷……把这个数字的每年平均数跟魏晋

南北朝四百年间的史书著述的每年平均数相比，要多出一倍以上”。③ 据此可见，唐代史家在著史规

模与数量上大大超越了前代，推进了历史编纂学的深入发展。
二是创新历史编纂的形式。唐代之前，史书体裁主要以编年、纪传二体为主，虽兼有其他史体，

但未为史家所重。唐代史家除杜佑开创典制体、刘知幾开创史评体之外，尚有史论体、会要体等新型

史书体裁的出现。例如，虞世南的《帝王略论》、朱敬则的《十代兴亡论》和吴兢的《贞观政要》可视为

史论体的代表; 苏冕的《会要》和崔铉监修的《续会要》可视为会要体的新创。同时，历史笔记在晚唐

时期获得史家的青睐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。作为一种史书编纂的新载体，历史笔记具有不受

传统史书体裁束缚、记载形式灵活多样、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。这些历史编纂的新形式，反映了唐代

史家力求从多维视野反映历史面貌的努力与尝试，对唐后史学的演进路径产生了多方面影响。
三是拓宽历史观察的维度。自班固撰成《汉书》以后，史家观察历史的维度主要以断代为主。尽

管其间南朝梁武帝主持编纂了《通史》620 卷、北魏宗室元晖组织儒生撰写了《科录》270 卷，但两部

通史于体裁、内容全无创新。唐代史家李延寿在南北朝断代史的基础上，“拟司马迁《史记》”之法，④

以纵贯的眼光考察南北朝历史的演变，纂成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，打破了以往断代的局限，拓宽了史家观

察历史的维度。其后，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总的《通历》、姚唐的《统史》、陈鸿的《大统记》、高峻的《小

史》等多部通史性论著相继撰成。唐代通史性论著的大量出现，是对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优良著史

传统的接续，同时也开启了宋元时期《资治通鉴》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等大型通史的编纂。
因此，对唐代历史编纂学成就的考察，既要观照时代变迁对史学发展的浸染，又要重视史学自身

的动态演进及其内在逻辑，进而才能深解唐代史家对历史编纂革新与创造的深层意蕴。

( 作者张峰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; 邮编: 710127)

( 责任编辑: 张舰戈)

( 责任校对: 廉 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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